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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人民公社解體後，農村改行家庭聯產承包責任制，雖然未觸及所有權，但是

由於農民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和收益權，因而激發了農民的生產意願。隨著農業改

革的成功，農民收入大幅增加，有更多可以投入非農業，而農業的勞動生產力提

升，使得原先隱藏在人民公社的農村人口過剩問題再度顯現出來，而鄉鎮企業的

出現，不僅吸納了農村過剩的資金與勞動，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也阻止了農村

剩餘人口向城市流動。 

鄉鎮企業的前身為「社隊企業」，是人民公社時期公社、生產隊、生產大隊

所辦的工商、建築、運輸等所有制企業。225人民公社解體後，重新編組了鄉營和

村營的集體企業，再加上 1979 年以後，農民突破社、隊辦企業的限制，在沒有

國家的投資和貸款下，以其自有的資金和勞動力籌辦的個體企業或合作企業，全

部統稱為鄉鎮企業。226而中共對地方的「放權讓利」政策，更大鄉鎮政府發展企

業的動力。「放權讓利」不僅是針對經濟主體，而且對地方政府採取行政性分權，

特別在財政上作了相當的讓步，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係有了極大的改變。地方

政府只要完成承包合約規定上繳稅金給中央之後，就可自由支配本地的資源。從

計畫管理體制來看，地方政府的投資權擴大，擁有一定的經濟政策和法規制訂

權，以及利率、信貸、稅率、價格等方面的調節權。在中央「放權讓利」下，地

方政府逐漸由非利益主體向利益主體轉化，使地方政府對企業的發展產生了極大

的動力刺激。227 

鄉鎮集體企業發展過程中，地方地府扮演著類似企業的經營者，自己從事企

業活動，開創自己的企業，這些企業並不是獨立的而是在行政機構的控制下，因

                                                 
225 陳錫文，「股份合作制與鄉鎮企業的發展」，載於劉佩瓊主編：中國經濟大趨勢，（台北：遠流

出版社，1995 年），頁 78。 
226吳惠林、周亞貞合著，前引書，頁 63。 
227吳惠林、周亞貞合著，前引書，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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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企業仍是行政機關的一部份。改革後地方幹部雖然對經濟發展有巨大的貢獻，

但在這期間也不免出現幹部個人擴權的行為。由於地方幹部握有政治資源，因而

能利用政治資本交換經濟資本，使其在改革後成為地方權力的實際掌握者，這些

權力在相關經濟人事的任用上，往往會考慮本身的血緣連帶關係，安排自己親近

的擔任企業經理人的職務，或者兼任，在集體經濟發達的農村中，往往是「一套

人馬，多塊招牌」。舊社會所遺留的社會網絡將與政治、經濟形成一種交叉的錯

綜複雜關係，使得依侍在此社會網絡而來的權力關係，成為獲取權力、以及資源

的最大因素。 

中國的底層農村同時彙聚著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人民公社解體後，中共一

方面進行經濟的改革，一方面也進行政治體制的改革，為了解決因為改革開放所

造成權力真空的狀態，開放農村基層選舉是為了甄補政治精英，藉著給予農民「最

低限度」的政治參與渠道為代價，試圖換取農民對中共黨國體系合法性的支持及

履行國家政策完成的合法性建構，是中共政權在面對現代化浪潮時所做出既對自

己有利，又不會產生太大衝擊的一種有限民主開放選擇。 

然而農村自治的興起，使得傳統的行政命令——服從型的鄉村關係為新型的

「鄉政村治」格局所取代，即在鄉鎮建立基層政府，對鄉鎮事務行使國家行政管

理職能，但不直接具體管理基層社會事務；鄉以下的村建立村民自治組織——村

民委員會，對村事務行使自治權。在基層農村管理體制中並存著兩個處於不同層

面且相對獨立的權力載體：一是代表國家自上而下行使行政管理權的鄉鎮政府，

二是代表村民行使基層社區自治權的村民委員會。在這樣關係的轉變下，要判斷

村民自治實施的狀況與成效就在於是否獨立於行政系統，也就是村民自治組織能

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完全獨立的權力與利益主體，村委會為以農村為明確權力邊

界的村民自治組織，一個能夠在法律規定的範圍內不受干涉地獨立行使政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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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對關係到村莊集體以及村莊內所有村民切身利益的事務，享有獨立的決定權

及處置權的政治實體。 

顯然地，鄉鎮政府為了完成上級交付的行政事務以及維持財務的收入，經常

透過各種手段與方法控制村委會，例如對農村的財務進行管理與監控、對幹部的

工資進行考核與監控、通過聯村幹部影響村治的決策。為了完整控制農村，防止

其利益受損，影響其目標與任務的完成，介入農村的選舉，擅自宣布選舉無效，

甚至不舉辦選舉。壓抑或操縱選舉已經預示著村民自治的取向不可能是單單民主

這一向度，最重要是村民選舉必須服務於鄉鎮政府治理村莊的目標，而非治理要

服從民主，這些目標包括農村社會秩序的穩定，保證國家資源提取任務的完成及

其鄉村社會現代化目標的完成。當然「鄉村民主的治理化」是相對於「鄉村民主

的民主化」趨勢來說的，這表明了「鄉村民主的治理化目標標誌著鄉村民主只是

實現治理的手段，而不可能成為鄉村治理追求的目標」，只要中國壓力型沒有鬆

動，農村直接選舉必然會衝擊上級的利益，鄉鎮政府必然會介入村委會的選舉與

運作。228 

大陸中央對於《村委會組織法》的法規設計存在許多的矛盾，為了維持黨在

農村的控制與領導，允許黨和鄉鎮府介入村委會的運作，使得鄉政府與村委會在

權力行使上經常發生侵權與衝突的現象。 

在集體經濟發達的農村中，村莊中擁有發達的集體經濟有助於提供公共權力

組織更多可支配的經濟資源，村委會運作所需的行政成本、社區公共服務與公益

建設能得到集體經濟的支持，因而社區公共管理更多依賴物質報償，村委會此一

公共權力主體可以通過提供一定的物質利益來誘導村民，換取村民的支持。然

而，其公共權力主體對社區資源具有高度的動員能力與調控能力，常常忽視、否

                                                 
228童志輝，「論村委會選舉中的鄉村關係」，發表於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於武漢舉

辦「村民自治進程中的鄉村關係學術研討會」（2001 年 12 月 22 日～24 日），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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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個人利益存在，對村民個人生活進行全面干預；在追求生產資料的集中化同

時，也追求生活資料的集體化，村民可能因過於完全依賴集體而喪失獨立性，形

成一種「組織性依賴」。村委會的成員，經常是幹部指定或者透過等額選舉的方

式，保證自己的人法可以當選。 

現代制度經濟學的分析認為，一個社會集團力量的大小，並不取決於它人數

的多少，而是取決於它的組織程度，分散的個體與組織相比在資源的佔有上存在

巨大差別，有可能使分散的個體成為有組織力量的奴役對象。229鄉村幹部人數雖

少，卻是嚴密組織起來的力量，他們合法地行使國家賦予的權力，當然也可憑手

中的權力謀取私利。改革初期農民獲得了土地使用權，從集體的束縛下解放出

來，並有了擇業自由，這使得農民收入得以較快地增長。但八○年代後期，鄉村

基層管理者完成了由社隊幹部向鄉村幹部的轉型，然而其人民公社時期的治理形

式依然存在，無論是在經濟發展上，或者是對村委會的「領導」關係上，還是遺

留著類似人民公社時期「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一元領導的權力運作模式，人

民公社的治理體系還是在相當程度被承繼了下來，對於地方治理還是表現出地方

威權主義，尤其是在以集體經濟為主的農村，類似杜贊奇對清末民初官僚機構腐

敗、貪污狀態，造成國家政權的內捲化。更明確的說，國家政權內捲化的國家機

構不是靠舊有或新增有效的機構控制鄉村社會，而是靠複製或擴大舊有的國家與

社會關係－如舊社會中的營利性經濟體制－國家經由擴大其行政職能，使其有能

力將國家政策貫徹到社會的最底層－農村。無論何種意義上的內捲化，都包含以

下兩層結果特徵：一是沒有實際發展（或效益提高）的增長；二是舊模式以非正

式類型再生和維持。 

九○年代，為了解決企業政、企不分的現象，進行所有權的改制。所有權改

革的目標是要政企分離，也就是政府並不會介入企業的經營，兩者之間的關係主

                                                 
229黨國英，「向農民伸出援助之手」，南方周末（網路版），1998 年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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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財政稅收和政策的輔佐，企業是獨立經營的，不受村政府的干涉。但是，改

制不是憑空發生，乃是建立在過去的制度遺產上，所以過去的制度會繼續影響新

制度的採行。過去，村企業的經營人通常和村幹部維持良好的關係，改制過程中，

兩者之間的合謀誘因是很大的，所以可能有大量的集體資產流失狀況，改制後若

完成政企分離，政府便不應再介入企業經營，但是，企業家和幹部之間仍維持密

切關係，尤其是集體股的存在，讓兩者都有協商的空間。這種現象在鄉鎮或村一

級都存在。過去以集體經濟為主的農村，改制的過程沒有產生新的中產階級，因

為最後所有權還是集中在原來的一批農村精英手中。以集體經濟為主的農村，經

濟權力與資源越集中，政府與幹部的權力越集中，越不利於基層民主的實施。 

八○年代開始中央對農村所進行的改革，包括經濟上的放權讓利、政治上的

開放基層民主選舉，並沒有改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反而因此而擴張了鄉政基層

政權的權力，基層政權與基層社會組織間呈現強烈的力量不平衡、訊息不對稱，

農民的利益不受重視。產權的改制，並沒有改變過去的權力狀態，鄉鎮政權權力

依舊膨脹，成為基層民主發展的阻力。 

除了農村中資源分配狀況外，影響村民自治的發展還在於鄉村之間權責的劃

分。在鄉村關係的問題上，有必要厘清政務與村務的區別。政務與村務性質不同，

政務體現政府的意志，主要包括計劃生育、服兵役、收繳稅款、公安司法、民政

事務、文化教育；村務則是涉及本村村民利益的事務，主要包括本村範圍內的公

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社會公共秩序、社區文化教育、村規

民約及相關制度的建立等。在處理政務方面，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執行鄉鎮政府的

命令是理所當然的；至於村務，屬於村民自治的範疇，應由村民做主，鄉鎮政府

可給予指導，但不能干預。 鄉鎮政府在鄉村關係中處於主導地位，鄉村關係的

正常化取決於鄉鎮政府。在推進村民自治的進程中，鄉鎮政府違規的行政干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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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鄉村關係的主導性因素。因此，杜絕違規的行政干預是村民自治發展的必然

要求。 

 

 

 

 

 

 

 

 

 

 

 

 


